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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探討經濟整合對會員國基礎建設技術類型、外人直接投資與社會福利

的影響。我們證明引進會員國市場規模不對稱，會促使小國選擇偏離大國的技

術類型。當兩國的技術類型為循序決定時，選擇 Hotelling線段中點為大國的
優勢策略。其次，當貿易成本夠大、調整成本係數小且大國的市場較大時，經

濟整合會使小國的最適技術類型遠離大國的類型，減少小國的外人直接投資；

反之，當貿易成本夠小且調整成本係數大時，則會得到相反結論。再者，當大

國的市場規模較大、貿易成本夠小且調整成本係數大時，經濟整合會提高小國

（降低大國）的社會福利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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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由於WTO杜哈回合談判迄今仍無重大突破，致使WTO架構下的多邊貿

易談判進展緩慢，許多國家乃轉向簽訂雙邊自由貿易協定（bilateral free trade 

agreement, FTA），或區域性經濟整合（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REI）。根

據 WTO 區域貿易協定資料庫統計，至 2018年 REI 的總數已達 467件，1其

中重要者有歐盟（EU）與北美自由貿易區（NAFTA）等。在這些區域經濟

整合架構中，會員國市場規模不對稱是常見的現象，例如 NAFTA的美國、

加拿大與墨西哥，EU的德國、法國與匈牙利、羅馬尼亞等。

其次，外人直接投資（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在過去數十年間，

呈現巨幅成長現象。Kumar（1996）觀察到開發中國家的 FDI流入量，從 1980

年代初期平均每年 130億美元，增至 1980年代末期平均每年 300億美元，到

1994年則增至 800億美元。2 The World Bank（2002）指出已開發國家的淨

FDI流出量，從 1989年的 210億美元增加至 1999年的 1790億美元。Barrell 

and Pain（1997）的研究指出，從 1980年到 1995年間，全球 FDI占全球 GDP

的比率由 4.9%上升到 9.7%，而全球 FDI的總金額則由 5137億美元上升至 2

兆 7301億美元。3 Whalley and Xin（2010）發現中國的外人投資企業涵蓋中

國 50%的出口與 60%的進口，4其產值在 2008–2009年占中國 GDP的 20%

以上，於 2003與 2004年貢獻了中國 40%以上的經濟成長。Pegkas（2015）

利用歐洲區國家 2002–2012年的 panel資料，得出 FDI存量與經濟成長有長

期正向關係，並推估GDP相對FDI的OLS與動態OLS彈性值分別為0.054%

與 0.147%。以上資料顯示，在經濟整合的研究中，FDI是一個不容忽視的重

要影響因子。

再者，相關文獻多為探討經濟整合之會員國在政府採取租稅競爭手段的

1 參見WTO（2018）。
2 參見 Kumar（1996: 2）。
3 參見 Barrell and Pain（1997: 1771）。
4 外人投資企業係指外國企業與中國企業合資的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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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況下，經濟整合對FDI及各會員國社會福利的影響。例如Haufler and Wooton

（2010）假設兩國市場規模不對稱且有一群第三國廠商選擇投資區位，證明

經濟整合會先使租稅下降隨後再提高，並且在一個貿易成本範圍內，經濟整

合會使小國的社會福利增加但降低大國的社會福利。然而在現實世界中，有

些小國（地區政府）如香港、新加坡等，係透過調整其基礎建設技術類型與

大國競爭 FDI。5因此，經濟整合如何影響其會員國調整基礎建設技術類型

以競爭 FDI，也是一個值得探討的有趣議題。

根據以上分析，本文的主要目的，即為存在會員國市場規模不對稱下，

引進會員國可調整其基礎建設技術類型，藉以探討經濟整合對會員國的基礎

建設技術類型、FDI與社會福利水準的影響。本文利用 Hotelling（1929）的

線型數線代表第三國廠商的技術類型特性，例如左邊端點代表勞力密集技術

類型特性，右邊端點代表資本密集技術類型特性，愈往數線右方代表資本密

集技術類型特性愈強。再者，引進 Liang et al.（2006）的啞鈴模型，藉以刻

劃市場的不對稱性，在第三節先假設大國因缺乏彈性而無法調整其基礎建設

技術類型，小國則較具彈性可以自由選擇基礎建設技術類型。接著，在第四

節我們放寬大國基礎建設技術類型固定的假設，探討大國先選擇基礎建設技

術類型，然後小國再決定基礎建設技術類型的情況。

經濟整合透過租稅競爭影響各國社會福利水準的相關文獻，除了前述 

Haufler and Wooton（2010）外，還包括：Haufler and Wooton（1999）假設兩

國大小不對稱，從事租稅競爭以爭取一家第三國廠商選擇該國投資，此文證

明為爭取 FDI，大國仍可課徵正的定額稅。Barros and Cabral（2000）引進小

國存在失業，探討大小兩國如何透過租稅競爭吸引一家第三國廠商設廠，結

論為小國可從 FDI得到較大利益，故會採取補貼政策以爭取 FDI。Bjorvatn 

and Eckel（2006）擴大至本國有一家既存廠商，分析兩國以租稅競爭吸引另

5  根據維基百科（2019a），香港是國際商業、貿易及金融樞紐，其中貿易及物流業（2017年
該業增加值占 GDP的 21.5%）為香港經濟的最主要產業，相關的基礎建設為大型機場與港
口，如赤臘角機場與維多利亞港的建設，使香港成為亞洲的一個交通樞紐，藉以吸引相關

產業的 FDI。再者，根據維基百科（2019b），新加坡於 1968年設立裕廊工業區，成功吸引
F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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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第三國廠商 FDI。Haufler and Wooton（2006）則擴大至體系內有三國從

事租稅競爭。Ferrett and Wooton（2010）探討兩國以租稅競爭吸引兩家第三

國廠商 FDI。Haufler and Mittermaier（2011）假設一國擁有一家既存廠商及工

會，另一國則均沒有，兩國以租稅競爭吸引另一家第三國廠商 FDI。Amerighi 

and De Feo（2017）研究大國擁有一家既存廠商，且此既存廠商可為民營或

公營廠商下，兩國以租稅競爭吸引另一家第三國廠商FDI。劉亮君等（2011）

分析兩國存在所得差距時，經濟整合對其社會福利與 FDI的影響。

其次，考慮政府可藉調整基礎建設類型以及品質水準來吸引 FDI的相關

文獻包括：Justman et al.（2002）引進基礎建設具品質（垂直）差異，發現基

礎建設品質差異愈小，租稅競爭愈激烈，當品質差異夠小時，租稅為負值，

即補貼。Justman et al.（2005）則引進基礎建設具水平差異，討論地方政府

在完全和不完全資訊兩種情形下的最適基礎建設類型與補貼。Zissimos and 

Wooders（2008）假設地區政府提供可降低廠商生產成本的公共財，證明地區

政府藉公共財降低租稅競爭程度。Dembour and Wauthy（2009）假設基礎建

設對廠商的利益具外溢效果，可外溢另一地區的廠商，發現基礎建設投資外

溢效果可讓地區政府控制租稅競爭的強度，以及影響基礎建設的最適水準。

吳世傑等（2012）利用 Hotelling模型，探討兩個城市的地方政府在吸引外國

廠商進駐投資時，最適的都市發展類型、基礎建設投資水準以及租稅競爭。

他們得到當兩地方政府以循序競爭方式選擇都市發展類型時，無論是哪一個

政府先選，在避免有害租稅競爭的條件所規範的合理解範圍內，兩城市均衡

時都會選擇腹地差最大的都市發展型態，此結果會有效降低租稅競爭。

    本文的架構如下：第二節為基本模型。第三節假設大國的基礎建設技

術類型固定，探討存在市場規模不對稱下，經濟整合對小國政府基礎建設技

術類型、會員國 FDI與社會福利的影響。第四節放寬大國基礎建設技術類型

固定的假設，假設大國先選擇基礎建設技術類型，然後小國再決定基礎建設

技術類型，探討經濟整合對會員國基礎建設技術類型、FDI與社會福利的影

響。第五節為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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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基本模型

考慮一個經濟體系有大、小兩國分別擁有一個大、小市場，以及 k家第

三國廠商。第三國廠商座落於一條長度為一且密度為一的 Hotelling線型數

線，線上每一點均有一家廠商 x∈[0, 1]座落其上，此點代表一個生產技術類

型，例如左邊端點代表勞力密集技術類型特性，右邊端點代表資本密集技術

類型特性，愈往數線右方代表資本密集技術類型特性愈強，每家廠商生產一

個同質產品。遵循 Justman et al.（2005），假設大、小國分別提供一個基礎建

設技術類型，以吸引第三國廠商到該國投資設廠（FDI），在不失一般性下，

我們假設小國的基礎建設技術類型在大國的左邊，即 xS≤xL。第三國廠商選

擇一個國家 FDI，若此國之基礎建設技術類型非其理想的特性，則廠商需負

擔調整成本，此調整成本為廠商生產技術類型區位與其FDI國家之基礎建設

技術類型區位之距離的二次式，可視為二次式運輸成本函數。若第三國總廠

商家數為 k家時，這樣的設定顯示，當這條 Hotelling數線上有 γ(1−γ)比例

的廠商在小（大）國設廠時，在小（大）國投資的廠商家數為 γk[(1−γ)k]。

其次，假設廠商的邊際生產成本為零，但若廠商要出口產品至其他國家，則

每一單位產量需負擔 t的貿易成本。

為了凸顯不對稱需求函數，我們假設大（小）市場有 nL = n (nS = 1)個相

同的消費者，貿易成本包括運輸成本及行政障礙。兩國之間由於簽署自由貿

易協定而假設沒有關稅，因此在市場 i (i= L, S )的消費者 l (l∈({nL}, {nS}))

的效用函數，為其消費商品 q與基準財（the numéraire）z所得到的效用，

再扣除貿易成本所造成的福利損失（即負效用）。假設消費商品 q的子效用

（subutility）函數為二次式，則在市場 i的消費者 l的效用函數可表示為：Ui
l =

∫10 qj
il(x)dx− [∫ 1

0 qj
il(x)dx]2

2 − ∫10 t | yj−yil | qj
il(x)dx + z，式中，qj

il(x)為消費者 l在市場 

i向生產技術座落於 x∈[0, 1]的廠商 j購買的消費量；| yj−yil |為在市場 i的消

費者 l與廠商 j的距離（| yj−yil |=0 (1)表示消費者 l與廠商 j在同一（不同）

市場）；t為廠商 j出口需負擔每單位 t元的貿易成本。為了讓所有廠商都能銷

售至小國市場，我們假設 t<1。消費者 l的預算限制式為：I = ∫10 pj
imqj

il(x)dx+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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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I為消費者 l的所得；pj
im為廠商 j在市場 i的出廠價格（mill price）。由

預算限制下的效用極大條件可得：1− ∫10 qj
il(x)dx− t | yj−yil |−pj

im = 0。由於每家

廠商均生產一個同質產品，因此其出廠價格均相同。消費者在市場 i面對的

價格為遞送價格，即出廠價格加單位貿易成本，可表示為：pi = pj
im + t | yj−yil |，

但廠商 j實際拿到的是出廠價格，為 pj
im = pi− t | yj−yil |。因此，大（小）國的

市場需求函數，可分別表示如下：

QL =n(1−pL),� （1.1）

QS=1−pS.� （1.2）

式中，上標 L (S )分別代表大（小）國的變數；Qi (i= L, S )為 i國的市場需求

量；pi為 i國消費者所面對的價格；n為大於一之常數，其值越大代表大國

的市場規模越大。

大國的市場消費量包含兩個部分，一為在小國 FDI的廠商出口到大國的

數量，另一為在大國 FDI的廠商內銷的數量。大國的市場均衡數量可表示

如下：

QL = ∫ x̂
0 qS

L(x)dx+ ∫1x̂ qL
L(x)dx,� （2.1）

式中，x̂為無異於在小國或大國 FDI的邊際廠商的生產技術類型區位，x∈

[0, x̂ ]的廠商會選擇在小國 FDI而 x∈[x̂, 1]的廠商會選擇在大國 FDI以降低

調整成本；qi
L(x) (i= S, L)表示在 i國 FDI且廠商生產技術類型區位為 x之廠

商銷售到大國的數量。

（2.1）式等號右邊第一項代表在小國 FDI且廠商生產技術類型區位為 x∈

[0, x̂ ]之廠商出口到大國的總數量，第二項則代表在大國 FDI且廠商生產技

術類型區位為 x∈[x̂, 1]之廠商內銷的總數量。

同理，小國市場的總消費量等於在大國 FDI的廠商出口到小國的數量與

在小國 FDI的廠商內銷的數量加總，小國的市場均衡數量可表示如下：

QS = ∫ x̂
0 qS

S(x)dx+ ∫1x̂ qL
S(x)dx,� （2.2）

式中，qi
S(x) (i= S, L)表示在 i國 FDI且廠商生產技術類型區位為 x之廠商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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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到小國的數量。

（2.2）式等號右邊第一項代表在小國FDI且廠商生產技術類型為 x∈[0, x̂ ]之

廠商內銷的總數量，第二項代表在大國 FDI且廠商生產技術類型為 x∈[x̂, 1]

之廠商出口到小國的總數量。

本文的賽局結構為一個四階段賽局。在第一與第二階段，大國政府與小

國政府分別先後循序在第一與第二階段中選擇一個基礎建設技術類型。在第

三階段，第三國廠商決定 FDI位址，廠商會選擇在大（小）國 FDI的條件，

為其在大（小）國 FDI的利潤高於在小（大）國 FDI的利潤。第四階段，k

家第三國廠商在兩國市場分別從事 Cournot數量競爭，決定利潤極大產量。

為完整分析，我們將先討論在給定大國政府已先決定基礎建設技術類型下，

小國政府基礎建設技術類型的最適選擇，此部分為以下第三節。接著，我們

才討論大小國順序選擇的完整四階段賽局，此部分為以下第四節。

參、只有小國內生選擇基礎建設類型

在本節中，我們假設大國基礎建設技術類型因缺乏彈性而無法調整，在

不失一般性下，我們假設大國的類型區位在 Hotelling數線的右邊端點，亦即

xL =1，只有小國內生選擇基礎建設技術類型，探討存在市場規模不對稱下，

經濟整合對會員國基礎建設技術類型、FDI與社會福利水準的影響。此時賽

局結構縮減為一個三階段的賽局：在第一階段，小國政府選擇一個基礎建設

技術類型。在第二階段，第三國廠商決定 FDI位址。第三階段，k家第三國

廠商在兩國市場分別從事 Cournot數量競爭，決定利潤極大產量。

生產技術類型為 x∈[0, 1]的廠商在大國或小國 FDI的利潤函數可分別表

示為：

πL(x)=pLqL
L(x)+ (pS− t)qL

S(x)− f L(xL, x),� （3.1）

πS(x)= (pL− t)qS
L(x)+pSqS

S(x)− f S(xS,x),� （3.2）

式中，πi (i=L,S)為在 i國 FDI廠商的利潤；f i(xi, x)為生產技術類型 x的廠商

在 i國FDI的調整成本函數，可表示為β(xi−x)2，其中β>0為調整成本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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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式等號右邊第一項為在大國 FDI的廠商內銷的利潤；第二項為其出口

至小國的利潤，出口需負擔每單位 t元的貿易成本，遵循Haufler and Wooton

（2010），我們假設貿易成本包括運輸成本及行政障礙，兩國之間由於簽署自

由貿易協定而假設沒有關稅，經濟整合會藉消除行政障礙而降低貿易成本；6

第三項則為調整成本。同理，（3.2）式等號右邊第一項為在小國 FDI的廠商出口

至大國的利潤，第二項為內銷的利潤，第三項為調整成本。

在第三階段，廠商在產品市場從事數量競爭。將（1.1）–（2.2）式帶入（3.1）式，再

對（3.1）式分別對 qL
L(x)與 qL

S(x)求一階偏導數並令其等於零，可得在大國 FDI之

第三國廠商的利潤極大化條件如下：7

∂πL(x) =− qL
L(x) + 1− x̂qS

L(x)+ (1− x̂)qL
L(x) =0,� （4.1）∂qL

L(x) n n

∂πL(x) =−qL
S(x)+ 1− x̂qS

S(x)− (1− x̂)qL
S(x)− t =0.� （4.2）∂qL

S(x)

接著，將（1.1）–（2.2）式帶入（3.2）式，再對（3.2）式分別對 qS
L(x)與 qS

S(x)求一階偏導

數且令其等於零，可得在小國 FDI之第三國廠商的利潤極大化條件如下：

∂π S(x) =− qS
L(x) + 1− x̂qS

L(x)+ (1− x̂)qL
L(x) − t =0,� （4.3）∂qS

L(x) n n

∂π S(x) =−qS
S(x)+ 1− x̂qS

S(x)− (1− x̂)qL
S(x) =0.� （4.4）∂qS

S(x)

聯立求解（4.1）–（4.4）式，可得在大及小國 FDI廠商之內銷數量及出口數量如

下：8

qL
L(x)= n(1+ tx̂),� （5.1）2

6  參見 Haufler and Wooton（2010: 241）。
7  由於產品同質且調整成本與產量無關，因此在大國 FDI之廠商內銷總量為 ∫

1

x̂ qL
L(x)dx= (1− x̂ )

qL
L(x)，出口總量為 ∫

1

x̂ qL
S(x)dx= (1− x̂ )qL

S(x)；在小國 FDI之廠商內銷總量為 ∫ x̂
0 qS

S(x)dx= x̂qS
S(x)，

出口總量為 ∫ x̂
0 qS

L(x)dx= x̂qS
L(x)。

8  為確保棲身在大國與小國之廠商的出口數量為正，由（5.2）及（5.3）式可得，必須同時滿足 t< 1 /
(1+ x̂ )與 t<1 / (2− 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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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L
S(x)= 1− t (1+ x̂),� （5.2）2

qS
L(x)= n[1− t(2− x̂)],� （5.3）2

qS
S(x)= 1+ t(1− x̂).� （5.4）2

將（5.1）–（5.4）式分別代入（3.1）與（3.2）式，可得在大（小）國 FDI之廠商的利潤縮減

式如下：

πL(x)= n(1+ tx̂)2
+ [1− t(1+ x̂)]2

−β(1−x)2,� （6.1）4 4

π S(x)= n[1− t(2− x̂)]2
+ [1+ t(1− x̂)]2

−β(xS−x)2.� （6.2）4 4

在第二階段，由於邊際廠商的生產技術類型區位 x̂決定於無論在何國

FDI的利潤相等的條件，即 πL(x)=π S(x)，因此可得：

x̂= −nt(1− t)+ t+β(1−xS
2).� （7）t2(n +1)+2β(1−xS)

由於假設小國的基礎建設技術類型在大國的左邊，即 xS≤xL，在 x̂左

（右）方的廠商在小（大）國 FDI的調整成本較低，使其利潤較高，因此 [0, x̂]

([x̂, 1])的廠商會選擇在小（大）國 FDI。

在第一階段，小國政府決定社會福利極大的基礎建設技術類型。我們遵

循 Justman et al.（2005），假設小國投資基礎建設技術類型的成本為固定成本

FS。其次，兩國之間由於簽署自由貿易協定而沒有關稅。再者，所有廠商均

為第三國廠商。根據以上敘述，社會福利函數不包含廠商的利潤，為消費者

剩餘減基礎建設類型調整成本。因此，小國政府的決策模型可表示如下：

1Max GS =CSS−FS = (QS)2−FS,� （8）2xS

式中，GS代表小國的社會福利水準；CSS為小國的消費者剩餘。

（8）式對基礎建設技術類型 xS求一階偏導數並令其等於零，可得小國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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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極大條件如下：9

∂GS
=QS ∂QS ∂x̂ + ∂QS ∂qS

S(x) ∂x̂ + ∂QS ∂qL
S(x) ∂x̂

∂xS ∂x̂ ∂xS ∂qS
S(x) ∂x̂ ∂xS ∂qL

S(x) ∂x̂ ∂xS

=QS ∂QS
+ ∂QS ∂qS

S(x) + ∂QS ∂qL
S(x) ∂x̂

∂x̂ ∂qS
S(x) ∂x̂ ∂qL

S(x) ∂x̂ ∂xS

=QS t 2β{β(1−xS)2−nt[txS+(1− t)]+ t(1− txS)}
2 [t2(n+1)+2β(1−xS)]2

=QS t 2β(x̂−xS) ,� （9）2 t2(n+1)+2β(1−xS)

式中，
∂x̂ = 2β{β(1−xS)2−nt[txS+(1− t)]+ t(1− txS)}。∂xS [t2(n+1)+2β(1−xS)]2

（9）式顯示，小國政府的決策考量為：如何透過改變基礎建設技術類型來

使小國國內總產量最大，藉以追求社會福利極大。（9）式中，第一個等式右邊

第一項代表 FDI遷移效果（the FDI-migration effect），第二項與第三項可定義

為企業剽竊效果（the business-stealing effect）。FDI遷移效果係指若小國基礎

建設技術類型向右移動，可使邊際廠商生產技術類型區位右移，會使第三國

FDI移入，使得在小國 FDI的廠商家數增加，此時小國國內總產量與社會福

利水準皆提高。企業剽竊效果則指若小國基礎建設技術類型向右移動，那麼

在小國 FDI的廠商家數會增加，在小國 FDI的個別廠商的內銷及在大國 FDI

的個別廠商的出口數量，皆會因廠商家數增加而減少，對小國社會福利水準

產生負向效果，故企業剽竊效果為 FDI遷移效果的反向效果。我們發現 FDI

遷移效果凌駕企業剽竊效果，因此（9）式第二個等號顯示，小國的最適基礎建

設技術類型決定於兩者相減之淨效果。10此淨效果決定於 ∂x̂ / ∂xS，其經濟直

9   假設二階條件成立，即 ∂2GS /∂xS
2 <0。

10   我們可推導企業剽竊效果為
∂QS ∂qS

S(x) ∂x̂ + ∂QS ∂qL
S(x) ∂x̂ = −tx̂ ∂x̂ + −t(1− x̂) ∂x̂

，至於 FDI
∂qS

S(x) ∂x̂ ∂xS ∂qL
S(x) ∂x̂ ∂xS 2 ∂xS 2 ∂xS

遷移效果則為
∂QS ∂x̂ = t ∂x̂

。因此，FDI遷移效果會凌駕企業剽竊效果，其淨效果
∂x̂ ∂xS ∂xS

為
t ∂x̂

。
2 ∂x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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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是小國思考如何透過變動 xS來提高 x̂，因為 x̂越高，就有越多的廠商在小

國投資（在小國投資的廠商家數為 x̂k家）；有越多的廠商在小國投資，小國國

內的總產量與福利就越高。（9）式的第三個等式顯示，此淨效果 ∂x̂ / ∂xS可區分

成三項效果，它們分別是（9）式第三個等式右邊大括弧中第一項的基礎建設技

術類型差異效果（the infrastructure-differential effect）、第二項的大國市場效果

（the large market effect）與第三項的小國市場效果（the small market effect）。

此三項效果反映了當小國政府變動基礎建設技術類型時，在大國投資的第三

國廠商移至小國投資的利弊得失。基礎建設技術類型差異效果為正向效果，

(1−xS)為兩國基礎建設技術類型差異，因此 β(1−xS)2項反映了廠商由大國轉

至小國投資可節省的基礎建設技術類型調整成本差異。大國市場效果為負向

效果，當第三國廠商由大國轉至小國設廠時，此廠商在大國市場的銷售每單

位需負擔貿易成本 t，且大國的市場規模為 n，因此−nt[txS+(1− t)]項反映了廠

商由大國轉至小國投資的利潤損失。相反的，小國市場效果為正向效果，當

第三國廠商由大國轉至小國設廠時，此廠商在小國市場的銷售每單位可節省

貿易成本 t，且小國的市場規模為 1，因此 t(1− txS)項反映了廠商由大國轉至

小國投資的利潤增加。由此三項效果，我們可得出小國的最適基礎建設技術

類型解。

令（9）式等於零，我們可以求得小國的最適基礎建設技術類型如下：11

xS* = 2β+ t2(n+1)− t4(n+1)2 +4βt(t+n−1) > (<) 0 if n<(>) β+ t .� （10）2β t(1− t)

由（10）式可知，若大國的市場規模在 1≤n< (β+ t) / [t(1− t)]的範圍內，小國

的最適基礎建設技術類型 xS* > 0，為一內部解。這是因為當 n不夠大時，負

向的大國市場效果不夠大，正向的基礎建設技術類型差異效果與小國市場效

果可與負向的大國市場效果達成平衡，所以小國的基礎建設類型區位為內部

解。相反的，若大國的市場規模在 n≥(β+ t) / [t(1− t)]的範圍內，負向的大國

市場效果夠大而凌駕正向的基礎建設技術類型差異效果與小國市場效果，使

得小國的最適基礎建設技術類型左移至左邊端點為止，因此，xS* =0，為一角

11   當 t 2(n +1)< t 4(n+1)2 +4βt(t+n−1)時，（10）式中 xS
*的分子小於分母，因此可得證 xS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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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小國的最適基礎建設為零，以避免損失。

接著，從（9）式的第四個等式，我們可以發現，當小國社會福利極大化的

一階條件成立時，小國的最適基礎建設技術類型會等於邊際廠商生產技術類

型區位，即 xS = x̂，此結果可由（10）式代入（7）式得到驗證。將（10）式代入（7）式，可

得最適邊際廠商生產技術類型區位如下：

x̂* = 2β+ t2(n+1)− t4(n+1)2 +4βt(t+n−1) > (<) 0 if n<(>) β+ t .� （11）2β t(1− t)

由（10）與（11）式可得，小國的最適邊際廠商生產技術類型區位的確與最適基

礎建設技術類型區位完全相同。其理由如下：由於社會福利函數為消費者剩

餘減固定的政府基礎建設技術類型調整成本，社會福利極大即在求本國消費

數量水準極大（亦即消費者剩餘極大），因此小國會儘可能吸引 FDI。由於邊

際廠商生產技術類型區位決定於廠商無異於至大或小國投資，且大國擁有大

市場有利於吸引 FDI，因此小國會儘可能將其基礎建設技術類型區位右移，

以降低邊際廠商的調整成本，彌補小國小市場利潤較低的不利影響，故均衡

時最適邊際廠商生產技術類型區位與小國的最適基礎建設技術類型區位完全

相同，此時邊際廠商之調整成本為零。

根據以上分析，我們可以得到命題 1：

命題 1：給定市場規模不對稱，且大國的基礎建設技術類型固定在 Hotelling

數線的右邊端點，最適邊際廠商生產技術類型區位與小國的最適基礎建設技

術類型區位完全相同。其次，當大國的的市場規模在 1≤n <(β+ t) / [t(1− t)]的

範圍內，小國的最適基礎建設技術類型與邊際廠商生產技術類型區位均為內

部解，即 x̂* = xS* = {2β+ t2(n+1)− t4(n+1)2 +4βt(t+n−1)} / 2β；反之，當大國

的市場規模在 n≥(β+ t) / [t(1− t)]的範圍內，小國的最適基礎建設為零，大國

吸引所有的 FDI。

其次，給定大國的市場規模在 1≤n <(β+ t) / [t(1− t)]的範圍內，（11）式對貿

易成本 t偏微分，可得：12

12   令 Δ代表（12）式等式右邊各項，則對其平方，再加處理可得：(Δ θ )2 = 4β{(n−1)[2t 3(n + 1)2

−4βt−β(n−1)]−4βt 2}> (<) 0若 n較大（小）。由上式可得：∂x̂*

∂t >(<)0若 n較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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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 1 2t(n+1)− [2t3(n+1)2 +4βt+2β(n−1)] ,� （12）∂t 2β θ

式中 θ= t4(n+1)2 +4βt(t+n−1)。

由（12）式可得，若貿易成本夠大、調整成本係數小且大國的市場夠大時，

經濟整合會使邊際廠商的生產技術類型區位左移，因此小國的 FDI減少；反

之，當貿易成本夠小且調整成本係數夠大時，經濟整合會使小國的FDI增加。

經濟涵義可由（9）式解釋，經濟整合（即 t下降）會同時弱化決定最適基礎建

設技術類型區位的負向的大國市場效果與正向的小國市場效果。當貿易成本

夠大、調整成本係數小且大國的市場夠大時，經濟整合會使負向的大國市場

效果大於正向的基礎建設技術類型差異效果及小國市場效果，小國的最適基

礎建設技術類型向左移動，因此小國的 FDI減少；反之，當貿易成本夠小且

調整成本係數夠大時，大國市場效果與小國市場效果均夠小，且正向的基礎

建設技術類型差異效果夠大，經濟整合會使正向的基礎建設技術類型差異效

果及小國市場效果大於負向的大國市場效果，小國的最適基礎建設技術類型

向右移動，小國的 FDI增加。

整理上述分析，可得命題 2：

命題 2：給定大國的市場規模在 1≤n <(β+ t) / [t(1− t)]的範圍內，以及大國的

基礎建設技術類型固定在 Hotelling數線的右邊端點，當貿易成本夠大、調

整成本係數小且大國的市場夠大時，經濟整合會使小國的最適基礎建設技術

類型遠離大國的類型，減少小國的 FDI；反之，當貿易成本夠小且調整成本

係數夠大時，經濟整合會使小國的最適基礎建設技術類型向大國的類型移

動，小國的 FDI會增加。

接著，我們探討經濟整合對兩國社會福利水準的影響。（8）式對貿易成本

t偏微分再代入（12）式，可得：

∂GS
= QS

−(1− x̂)+ t ∂x̂
∂t 2 ∂t

= QS 3t2(n+1) θ −[θ+2t4(n+1)2 +4βt2 +2βt(n−1)] . （13）2 2β 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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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式顯示，經濟整合對小國社會福利水準的影響，可分為第一個等式右

邊大括弧內第一項的貿易成本直接效果，與第二項的 FDI遷移效果。貿易成

本直接效果為負值，代表經濟整合會透過貿易成本下降使小國的進口價格降

低，社會福利水準提升，並且小國的貿易成本直接效果與大（出口）國的 FDI

廠商家數呈正向關係。FDI遷移效果指出，經濟整合會透過增加（減少）小

國的 FDI，使小國社會福利水準提高（降低）。由（12）式可知，FDI遷移效果的

符號不確定。但經處理後，（13）式第二個等號右邊的分子為負值，13而等號右

邊的分母則為正值，因此經濟整合會提高小國社會福利水準。

再者，大國的社會福利函數可表示如下：

GL =CSL−FL = 1 (QL)2−FL,� （14）2n

式中，GL代表大國的社會福利；CSL為大國的消費者剩餘；FL為大國政府投

資基礎建設技術類型的固定成本。

（14）式對貿易成本 t偏微分再代入（12）式，可得：

∂GL
= QL

−x̂− t ∂x̂
∂t 2 ∂t

= QL 3t4(n+1)2 +2βt[4t+3(n−1)]− θ [2β+3t2(n+1)] . （15）2 2β θ

（15）式顯示，經濟整合對大國社會福利水準的影響，可分為第一個等式右

邊大括弧內第一項的貿易成本直接效果，與第二項的 FDI遷移效果，其經濟

涵義與（13）式類似。貿易成本直接效果為負值，代表經濟整合會透過貿易成本

下降，使大國的進口價格降低，社會福利水準提升，並且大國的貿易成本直

接效果與出口國（即小國）的 FDI呈正向關係。同樣的，FDI遷移效果的符

號並不確定。由（12）式可知，給定大國的市場規模在 1≤n<(β+ t) / [t(1− t)]的範

圍內，當貿易成本夠小且調整成本係數大時，經濟整合會使小國的 FDI增加

13   將分子的第一項取平方，然後減去第二項取平方可得：[3t 2(n +1) θ ]2− [θ+2t 4(n +1)2 +4βt 2

+2βt(n−1)]2=−4βt 2[3t 4(n +1)2 +16βt 2 +24βt(n−1)+9β(n−1)2]<0，故我們可以得證（13）式的分
子必為負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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夠多，使 FDI遷移效果為正值且夠大。其次，當大國的市場規模夠大時，由

（11）式可知小國的 FDI夠小，使負向的貿易成本直接效果夠小。綜合以上分析

可得，當大國的市場規模夠大、貿易成本夠小且調整成本係數大時，經濟整

合會降低大國的社會福利水準；反之，經濟整合會改善大國的社會福利水

準。再者，當大國的市場規模在 n≥(β+ t) / [t(1− t)]的範圍時，大國吸引所有

的第三國 FDI，經濟整合的 FDI遷移效果為零；同時小國政府的最適基礎建

設類型左移至左邊端點，即 xS* = 0；由於所有廠商均位於大國，使得貿易成

本直接效果亦為零。因此，經濟整合對大國的社會福利水準沒有影響。

根據以上分析，可得命題 3：

命題 3：給定市場規模不對稱，且大國的基礎建設技術類型固定在 Hotelling

數線的右邊端點，經濟整合會提高小國的社會福利水準。其次，給定大國的

市場規模在 1≤n <(β+ t) / [t(1− t)]的範圍內，當大國的市場規模夠大、貿易成

本夠小且調整成本係數大時，經濟整合會降低大國的社會福利水準；反之，

經濟整合會改善大國的社會福利水準。再者，當大國的市場規模在 n≥(β+ t) /

[t(1− t)]的範圍時，經濟整合對大國沒有影響。

肆、兩國均可內生選擇基礎建設類型

接續第三節的分析，在此節中我們設定大國與小國依序內生決定它們的

基礎建設技術類型區位，大國先決定，所以大國是基礎建設技術類型區位的

領導者；小國後決定，因此小國是基礎建設技術類型區位的追隨者。換句話

說，此時為一個四階段賽局：在第一階段中，大國決定其基礎建設技術類型

來追求本國社會福利極大；給定大國基礎建設技術類型，第二階段小國決定

其基礎建設技術類型來追求本國社會福利極大；第三階段與第四階段則如第

二節所示，分別為第三國廠商決定 FDI地點與進行 Cournot競爭。

不失一般性下，假設大國基礎建設類型區位在小國的右邊，即 xL≥xS，

賽局第四階段的各種最適數量與第三節的（5）式相同。在第三階段，將（5）式代

入 πL(x)和 πS(x)，並讓 πL(x)和 πS(x)相等，我們可以得到邊際廠商生產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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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區位如下：

x̂= −nt(1− t)+ t+β(xL
2−xS

2).� （16）t2(n+1)+2β(xL−xS)

由於假設小國的基礎建設技術類型在大國的左邊，即xS≤xL，在 x̂左（右）

方的廠商在小（大）國 FDI的調整成本較低，使其利潤較高，因此 [0, x̂] ([x̂, 1])

的廠商會選擇在小（大）國 FDI。

在第二階段，小國政府決定社會福利極大的基礎建設類型，將（2.2）與（16）式

代入（8）式，我們可得小國社會福利極大化的一階條件如下：

∂GS
=QS ∂QS

+ ∂QS ∂qS
S(x) + ∂QS ∂qL

S(x) ∂x̂
∂xS ∂x̂ ∂qS

S(x) ∂x̂ ∂qL
S(x) ∂x̂ ∂xS

=QS t 2β{β(xL−xS)2−nt[txS+(1− t)]+ t(1− txS)}
2 [t2(n+1)+2β(xL−xS)]2

=QS t 2β(x̂−xS) ,� （9′）2 t2(n+1)+2β(xL−xS)

式中，
∂x̂ = 2β{β(xL−xS)2−nt[txS+(1− t)]+ t(1− txS)}。∂xS [t2(n+1)+2β(xL−xS)]2

（9′）式與（9）式相當接近，兩者差別在於（9）式中 xL = 1，而（9′）式中 xL尚未解

出。因此，如同（9）式，小國決定 xS取決於 FDI遷移效果與企業剽竊效果相減

的淨效果，而此淨效果又可分成基礎建設技術類型差異效果、大國市場效果

與小國市場效果。（9′）第三個等號也進一步指出，小國為提高 x̂，會一直將 xS

向大國靠近（提高 xS），直到 xS = x̂。

按標準的作法，應由（9′）式求解出小國政府選擇基礎建設技術類型的反應

函數，再將此反應函數代入大國的社會福利函數進行求解。但因大國與小國

都希望透過基礎建設技術類型的選擇來吸引更多的廠商到本國投資，14藉由

這一特性，我們可以很方便地求解此賽局的子賽局完美均衡（subgame per-

14   大國的社會福利函數為 GL = CSL−FL = 1
2n (QL)2−FL，福利極大化的一階條件可寫為

dGL

dxL
=

		  1
n QL dQL

dx̂   dx̂
dxL

=−QL t
2   dx̂

dxL
。這表示大國福利極大的目標是透過 xL的選擇讓邊際廠商 x̂越小

  越好，因為 x̂越小，就有越多的廠商到大國投資生產，大國國內的總產量與福利就會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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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ct equilibrium）。以下我們證明大國選擇 xL =1 /2是優勢策略（dominant strat-

egy）。15

當大國選擇 1/2時，由（9′）式可得小國的最適基礎建設技術類型與邊際廠

商生產技術類型位址為：

xS* = x̂* = t2(n+1)+β− t4(n+1)2 +2tβ(n−1)(2− t) ≤ 1.� （17）2β 2

由於對稱性之故，小國選擇 xS* = x̂*或 xS*=1− x̂*都是最適選擇。當 xS* = x̂*

時，x≤xS*的廠商投資於小國；當 xS*=1− x̂*時，x≥xS*的廠商投資於小國。因

此小國無論選擇在大國基礎建設技術類型的左邊或右邊，都可以得到有 x̂*k

的廠商投資於小國，(1− x̂*)k的廠商投資於大國。

若大國不選 1 /2，在不失一般性下，假設大國選擇 1 /2+ ε，我們定義 ε>

0，為無限小之任意正值。由（9′）式我們可知，在 xS≤xL下，當 xL由 1 /2上升

至 1 /2+ ε時，xS會上升。由（16）式可知，當大國與小國的基礎建設技術類型同

時增加時，會使得 x̂上升，16因此大國能吸引到的投資廠商家數必小於原先

的 (1− x̂*)k，造成大國福利下降。由對稱性可知，當大國的基礎建設技術類型

由 1 / 2左移至 1 /2− ε時，小國會由右邊的 xS* = 1− x̂*向左靠近大國。因此，

大國只要不選 1/2，其所吸引到的廠商家數就小於 (1− x̂*)k，也因此大國選擇

xL =1 /2是優勢策略。

當大國選擇xL =1 /2，小國基礎建設技術類型的最適位址為（17）式所示。（17）

式大（小）於零的條件為 n< (>)(4t+β) / [4t(1− t)]。這表示，小國能吸引到第

三國廠商來投資必須在大國市場規模不大時；若大國的市場規模夠大，透過

市場規模效果，大國會吸引全部的第三國廠商來大國設廠。整理上述分析，

可以得到命題 4：

15   Prescott and Visscher（1977: 382）發現若廠商循序決定區位，則領導廠商的最適區位為線
段中點。

16   由（16）式，我們可得 dx̂
dxL

+ dx̂
dxLS

= 2β(xL−xS)
t 2(n+1)+2β(xL−xS)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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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題 4：xL = 1 / 2為大國的優勢策略。當大國市場規模不大時（n < (4t+β) /

[4t(1− t)]），小國的最適基礎建設技術類型與邊際廠商生產技術類型位址皆為

[t2(n + 1)+β− t4(n+1)2+2tβ(n−1)(2−t)] / 2β；當大國市場規模夠大時（n > (4t

+β) / [4t(1− t)]），大國吸引所有的第三國廠商來大國設廠。

命題4與 Justman et al.（2002）及 Justman et al.（2005）的結論顯著不同，

他們均假設政府同時選擇最適基礎建設技術類型，得到均衡時兩國最適基礎

建設技術類型會分離，但本文假設政府循序選擇最適基礎建設技術類型，由

（17）式可得在 n= 1時，兩國的最適基礎建設技術類型重合在 1 / 2處。在他們

的文章中，由於假設商品市場為完全競爭，廠商行為對社會福利沒有作用，

因此為避免兩國政府的租稅競爭過度激烈，兩國最適基礎建設技術類型會分

離。吳世傑等（2012）得到當兩地方政府以循序競爭方式選擇都市發展類型

時，無論是哪一個政府先選，在避免有害租稅競爭的條件所規範的合理解範

圍內，兩城市均衡時都會選擇腹地差最大的都市發展型態，此結果會有效降

低租稅競爭。

由以上分析可知，相關文獻所述都是為避免兩國政府的租稅競爭過度激

烈，兩國最適基礎建設技術類型會分離，廠商行為的影響不明顯。本文則凸

顯廠商的競爭行為，給定大國先選擇基礎建設技術類型，由於小國可選擇將

其基礎建設技術類型座落於大國基礎建設技術類型的左邊或右邊，與Prescott 

and Visscher（1977）的結論類似，17大國會選擇線段中點為其最適基礎建

設技術類型。當小國在下一階段選擇基礎建設技術類型時，由於大國有大市

場，可提高在其境內 FDI廠商的產品價格與利潤，小國會選擇背離大國基礎

建設技術類型，以降低選擇在其境內 FDI廠商的調整成本，使廠商選擇在小

國 FDI的利潤高於在大國 FDI的利潤。因此在本文中，兩國市場的不對稱性

是造成兩國最適基礎建設技術類型會分離的原因。當 n= 1使兩國市場規模

相等時，小國會往大國基礎建設技術類型靠近以爭取 FDI，至其最適基礎建

設技術類型與大國相同為止。

接著，若大國的市場規模在 n< (4t+β) / [4t(1− t)]的範圍內時，（17）式對貿

17  參閱 Prescott and Visscher（1977: 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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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成本 t偏微分，可得：

∂x̂*
= 1 2t(n+1)− [4t3(n+1)2 +4β(n−1)(1− t)] , （18）∂t 2β 2 α

式中，α= t4(n+1)2 +2tβ(n−1)(2− t)。

由（18）式可知，若貿易成本夠大、調整成本係數小且大國的市場夠大時，

經濟整合會使邊際廠商的生產技術類型區位左移，因此小國的 FDI減少；反

之，當貿易成本夠小且調整成本係數大時，經濟整合會使小國的 FDI增加。

這部分的結果與第三節的命題 2一致，經濟意涵的解釋亦相同。

整理上述的分析，我們可以得到命題 5如下：

命題 5：給定市場規模不對稱且兩國的基礎建設技術類型先後內生決定，當

大國的市場規模在 n <(4t+β) / [4t(1− t)]的範圍內時，若貿易成本夠大、調整

成本係數小且大國的市場夠大時，經濟整合會使小國的最適基礎建設技術類

型遠離大國的類型，減少小國的 FDI；反之，當貿易成本夠小且調整成本係

數大時，經濟整合會使小國的最適基礎建設技術類型向大國的類型移動，小

國的 FDI會增加。

最後，我們探討經濟整合對兩國社會福利水準的影響。經濟整合對小國

社會福利水準的影響可由下式表示：

∂GS
= QS

−(1− x̂)+ t ∂x̂
∂t 2 ∂t

= QS 3t2(n+1)[ α − t2(n+1)]−β[ α +2t(n−1)(3−2t)] . （19）2 2β α

（19）式同樣顯示，經濟整合對小國社會福利水準的影響，可分為第一個等

式右邊大括弧內第一項的貿易成本直接效果，與第二項的 FDI遷移效果。貿

易成本直接效果與 FDI遷移效果的解釋如同（13）式，由（18）式可知，FDI遷移效

果的符號不確定。

經濟整合對大國社會福利水準的影響可由下式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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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
= QL

−x̂− t ∂x̂
∂t 2 ∂t

= QL 3t4(n+1)2 +2βt(n−1)(3−2t)− α [β+3t2(n+1)] . （20）2 2β α

（20）式顯示，經濟整合對大國社會福利水準的影響，一樣可分為第一個等

式右邊大括弧內第一項的貿易成本直接效果為負值，與第二項的 FDI遷移效

果，同樣的，FDI遷移效果的符號並不確定。

由（18）式可知，給定大國的市場規模在 n < (4t+β) / [4t(1− t)]的範圍內，當

貿易成本夠小且調整成本係數大時，經濟整合會使小國的 FDI增加，使小

（大）國的 FDI遷移效果為負值（正值）。其次，當大國的市場規模夠大時，

由（17）式可知，小國的FDI夠小，使小（大）國的貿易成本直接效果夠強（弱）。

綜合以上分析可得，當大國的市場規模夠大、貿易成本夠小且調整成本係數

大時，經濟整合會提高小國（降低大國）的社會福利水準；反之，經濟整合

會降低小國（改善大國）的社會福利水準。

再者，當大國的市場規模在 n> (4t+β) / [4t(1− t)]的範圍時，大國吸引所

有的第三國 FDI，經濟整合的 FDI遷移效果為零；同時小國政府的最適基礎

建設技術類型左移至左邊端點，即 xS* =0；由於所有廠商均位於大國，使得貿

易成本直接效果亦為零。因此，經濟整合對大國的社會福利水準沒有影響。

根據以上分析，可得命題 6：

命題 6：給定市場規模不對稱且兩國的基礎建設技術類型循序內生決定，以及

大國的市場規模在 n <(4 t +β) / [4t(1− t)]的範圍內，若貿易成本夠小、調整成

本係數大且大國的市場夠大時，經濟整合會提高小國（降低大國）的社會福

利水準；反之，經濟整合會降低小國（提高大國）的社會福利水準。其次，

當大國的市場規模在 n > (4 t +β) / [4t(1− t)]的範圍時，經濟整合對大國沒有

影響。

命題 6與 Haufler and Wooton（2010）的結論有顯著差異，Haufler and 

Wooton（2010）證明在一個貿易成本範圍內，經濟整合會使小國的社會福利

增加但降低大國的社會福利。在 Haufler and Wooton（2010）文中，在一個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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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成本範圍內，經濟整合透過小（大）國課徵負（正）的定額稅，使小（大）

國的 FDI增加（減少），進而使小（大）國的社會福利水準提高（降低）。在

本文中，經濟整合對兩國社會福利水準的影響，可分為貿易成本直接效果與

FDI遷移效果：前者可藉降低貿易障礙，提高兩國的社會福利水準；後者決

定於兩國競爭 FDI廠商的結果，FDI增加者之社會福利可提高，而對手國則

會下降。

伍、結論

本文利用 Hotelling模型衡量第三國廠商的生產技術類型，假設經濟整合

會員國市場規模具不對稱性，探討經濟整合對兩國基礎建設技術類型、FDI

與社會福利的影響。我們可歸納出下列結論：

給定大國市場規模不夠大，使小國有第三國廠商 FDI：首先，小國會選

擇偏離大國的最適基礎建設技術類型，以極大化其社會福利水準。若兩國的

基礎建設技術類型均為內生且先後循序決定，那麼選擇 Hotelling線段中點

為大國的優勢策略。其次，若貿易成本夠大、調整成本係數小且大國的市場

較大時，經濟整合會使小國的最適基礎建設技術類型遠離大國的類型，減少

小國的 FDI；反之，當貿易成本夠小且調整成本係數大時，經濟整合會使小

國的最適基礎建設技術類型向大國的類型移動，小國的 FDI會增加。以上

結論可解釋在現實世界中，有些小國會透過調整其基礎建設技術類型與大國

競爭 FDI。再者，當大國的市場規模較大、貿易成本夠小且調整成本係數大

時，經濟整合會提高小國（降低大國）的社會福利水準。最後，當大國市場

規模夠大時，大國會吸引全部的第三國廠商 F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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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e analyze the impacts of economic integration on the optimal technology 
types of infrastructure, FDI, and welfare of two member countries. We show that 
introducing a larger relative market size of the large country will induce the 
smaller country to select an optimal technology type of infrastructure apart from 
that of the large country. Locating at the center of the Hotelling line is the domi-
nant strategy of the large country, when the technology types of infrastructure are 
sequentially determined. Next, economic integration will cause the small country 
to take its optimal technology type of infrastructure farther apart and decrease its 
FDI when the trade cost and the relative market size are large and the adjustment 
cost is small, while the reverse occurs otherwise. Moreover, economic integra-
tion can improve (worsen) the welfare of the small (large) country, when the 
adjustment cost and relative market size are large and the trade cost is small.

Key Words: economic integration, market asymmetry, technology type of 
infrastructure,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Cournot compet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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